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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以云南为例 

肖建乐 王明东
1
 

【摘 要】：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心”，其他国家和地

区沦落为“外围”；随着通商口岸开辟，通商口岸成了“中心”，周边其他地区成为“外围”。正确认识这两个层

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钥匙。云南边境线占全国陆地边境的 1/5，通商口岸与

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定程度是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缩影。自 1889 年开始，云南边境的三个城市蒙自、思

茅、腾越相继开埠通商，成为约开口岸。自此，云南开始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三

口岸通商，主观上是西方列强出于掠夺原材料和占领产品倾销市场的需要，客观上带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通商口

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使得中

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顺利实现近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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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工业革命的推动，促使世界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

为区域的乃至世界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逐渐沦落为外围，形成了“中心—外围”理论；1出于全球掠夺原材料和建立产品倾

销市场的考虑，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埠通商，在中国即建立了 100 多个通商口岸，具体到某一国或者某一区域而言，通商

口岸成为了中心，其他区域成为了外围。如何认识这两个层面的“中心”与“外围”关系及作用，就成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一把钥匙。 

19 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边境三个重要城市蒙自、思茅、腾越（腾冲）分别于 1889 年、1897年、1902 年相继被迫开埠通

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时期，也是自身因素影响和西方力量影响的交汇期。深入探讨云南三城市开

埠通商对于近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著名学者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年通商口岸的开

埠》，以“冲击—回应”为命题线索，揭开了研究口岸城市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自身因素和西

方影响这两个因素的作用。2 费正清及其之后的“哈佛学派”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罗兹·墨菲

的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提出了在口岸城市中形成的中国本土环境与西方冲击中的互动关系。3王文成论述了云南在

约开商埠后，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从而使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

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
4
这些研究为本

文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一、开埠通商后云南商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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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处于边疆的云南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加快了对云南的入侵步

伐，1889年蒙自被划为通商口岸，1897 年、1902 年思茅和腾越被分别强制要求开关通商，随之进出口商品的规模迅速发展，商

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进出口商品的发展 

从进出口商品的价值来看。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历史上形成了经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经越南的海上贸易通道，

对外贸易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开埠通商以后，进出口贸易数量增加很快。以蒙自口岸为例，“1899 年蒙自开关之始，进出

口总值仅有 14.99 万平银两，到 1899 年即增至 547 万多关平银两”5。城市经济也发展很快，1889 年以前蒙自城区人口只有几

千人，到 1896 年城区人口增加到1.2 万人，1904年更是增加到 4万多人。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棉纱、布匹最为大宗，棉纱约占

57%，出口则以大锡为大宗，约占总额的 81%。从年均贸易增长率看，蒙自为 7.63%，腾越为 3.84%。以香烟输入为例，1901 年

“尚无纸烟入口，及 1906 年其输入之货值 1.0998 万两；至上年（1910 年）增至 2.9914 万两；本年（1911 年）竟加至 4.3329

万两”6。5年间香烟入口货值增加了 4倍，其增加速度是惊人的。全省进出口的贸易货值，据李珪和梅丹统计，“蒙自关从 1890

年的 927282海关两增加到 1911年的 11398300海关两，增加了11倍；思茅关从 1897 年的 185974 海关两增加到1911 年的 235208

海关两，增加26%；腾越关从 1902 年的 661695海关两增加到 1911 年的 1684213 海关两，增加了一倍半。”
7
“从 1890 年到 1931

年，云南对外贸易进、出口货值分别从 466089 海关两和 461193 海关两增至 8498686 海关两和 7184478 海关两，后者分别是前

者的 18.23 和 15.58 倍，其货值增加之巨不可谓不惊人。”8与全国同期比较，云南 1889 年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分别为 10万美

元和 7万美元，各占全国出口总值的 0.10%和 0.05%;1920年上升为占全国出口总值的 27%和进口总值的 1.8%。9 

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看。近代以前，云南进出口贸易商品不足百种，开埠通商后，迅速上升至千余种，传统商品除棉花继

续成为大宗进口货物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工业品则居于主导地位，出口则大多为原材料和矿产品。自三关开埠通商到抗

日战争爆发前，进口年均增长率为 3.22%，出口则为9.64%。出口货物分为矿产原料、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三大类。其中，“资

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发展，对锡的需要大为增加，刺激了锡生产的发展。1917年云南锡出口首次达到11223 吨的高点，价值1192.7

万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79.2%，与 1889 年相比，出口数量增加 42.8 倍，价值增加 143 倍”10。以矿产和农副产品作为交换物的

云南对外贸易，既反映了当时生产的落后状况，又说明云南是西方列强的工业品倾销地和原料供给地。 

正如袁国友所说：“自光绪十五年蒙自开关至辛亥革命以前此时的云南对外贸易，已被纳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之中。”11“开

埠之后仅通过蒙自香港之间的口岸贸易就占到了云南对外贸易总额的 60%左右”12，由此可见开埠通商对云南贸易的推动。由于

贸易主导商品的单一性，对外贸易极易受到来自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压低大锡价格和抬高棉纱倾

销价格来达到操纵云南对外贸易的目的。从近代国际市场大锡、棉纱交易情况看，大锡价格逐年下降，棉纱价格逐年上扬，两

种大宗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差异，成为左右云南对外贸易顺逆的决定因素，每当大锡价格下跌、棉纱价格暴涨，对外贸易必

定呈现逆差，反之则为顺差。因此，大锡、棉纱两种大宗商品的多寡，不仅制约着云南全省对外贸易的规模，而且决定着全省

贸易顺逆差的程度。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云南对外贸易发展史中，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外贸易交换物品大都是供生活性消费的产品。明清以前，在云南进口商品中，

珠宝、玉石、琥珀、犀角、象牙、海贝所占比例很大，明清以后，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各种奇珍异宝资源日益匮乏，这些珍

稀物品的进口日益减少，而满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的进出口则显著增加。这充分体现了贸易双方的互补性，这也是

早期对外贸易的一大特征。开埠通商以来，平等互利的传统对外贸易格局被打破了。 

蒙自口岸在三口岸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进口商品尤以棉纱、棉花、纸张、煤油、烟类、海味为

大宗，棉纱又居于进口货物之首，经常达到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居于二三位的一般是烟丝和棉花，烟丝和棉花最多的时候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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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棉纱的一半，可见棉纱在蒙自进口商品中的垄断地位。蒙自口岸的出口商品中大锡、铅、锌、猪鬃、茶叶、皮革、火腿、药

材为大宗。其中大锡长期居于垄断地位，常年达80%以上，甚至有的年份达 95%以上，其余商品的出口值比重极低。可见蒙自的

商品出口与进口一样具有单一性特征，大锡的垄断地位远高于棉纱。 

思茅口岸主要的进口商品为棉花、缅甸梭罗布、鹿皮、煤油、鹿角、棉纱等，其中棉花进口数量最多，为大宗进口货物，

其他商品数量少且变动幅度大。思茅口岸的出口商品中以普洱茶最为大宗，“滇南思普一带恒以花茶为大宗，而坐贾行商无不

争利于二物内”13。但是思茅产的普洱茶不太适合西方人的口味，因此出口市场受到制约，数量和货值在多数年份都不高，也仅

是与其他商品相比较，“惟茶叶尚可称述耳”14。 

腾越进口货物主要来自缅甸、印度，以棉纱为最大宗，棉花也是腾越进口之重要商品。腾越口岸出口商品以黄丝、药材、

牛羊皮、土布等为主。英国占领缅甸前，缅甸的棉花主要输往云南，在英国占领缅甸之后缅甸的棉花就开始大量输往印度，因

为英国为了发展殖民地经济在印度大力发展棉纺业，从而缅甸输往云南的棉花就受到了一定限制。同时，从印度经越南进入云

南的棉纱以价廉质优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尤其是在开埠以后，更是迅速占领了市场，严重打击了土纱，棉纱成为腾越口岸进口

的大宗商品。 

（三）不平等贸易的影响 

清末到民国时期，世界格局、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外部力量介入，形势变化很快。三口岸城市

的进出口贸易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有一种商品占据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商品的贸易数量和贸易额的增减对地区经济有重要影

响。如棉花决定思茅贸易额的起伏，黄纱则左右了腾越的兴衰。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云南以原材料换取西方商品，成为了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主要形式。掠夺原材料资源和倾销

工业产品成为西方列强开埠通商的主要目的，严重制约了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为倾销西方的工业品，中国的进口税率不断压

低，“一般说来，当时中国进口税率水准只及美国六分之一”15。 

随着贸易的发展，云南大量的原材料被运至西方，西方所产的洋货充斥着云南市场。仅据云南三海关的不完全统计，20 世

纪 20 年代，输出的农副产品达 90 余种，矿产品近 20 种，其他货物若干；输入品 300 余种，仅纺织品就有 70 多种。同期，经

思茅口岸输出的有农副产品 90 余种、矿产品 7 种，输入品 70 余种。腾越口岸输出农副产品 120 多种，内含矿产品 8 种，输入

200 余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出口的 7 种大宗产品蚕丝、牛羊皮、茶叶、药材、桐油、大锡均为原材料，其货值累计占

全省出口总值的 95%以上。其中云南大锡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搜刮的最重要的原材料之—。进口商品中，开埠初期形成的 7

种大宗商品有 6种为工业制造品，仅棉花一项为初级产品。20世纪 30年代开始，机器及零部件、交通工具、电力设备、汽油、

柴油、电石、搪瓷器皿、水泥建材等工业制品也大量进口。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入工业制品、云南大量输出农

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的不平等贸易格局。在洋货的充斥下，土货市场日渐萎缩。由于进口商品充斥，土货市场多为洋货所挤占，

百姓日益贫苦。 

在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同时，商品价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工业制品价格往往大大高于其价值出售，出口的农副产品

及工业原材料却常常是被迫以远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造成进出口贸易商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不等价交换，使资本主义

国家获得了在正常贸易中得不到的高额利润，云南却在这种不等价的贸易中损失惨重。以棉纱、大锡为例，在整个 20世纪二三

十年代，棉纱价格呈现逐年上涨之势，大锡价格却逐年下跌。进出口市场价格受列强操纵，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销售。

茶叶出口价格逐年下滑，大锡出口价格被不断压低，事实上失去了出口商品的定价决定权，处于完全受制于人的境遇。云南种

植业也开始受制于西方，“鸦片到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向东南亚出口，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16。云南渐渐变为了

资本主义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随着云南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漩涡，不平等的对外贸易格局逐渐形成。马克思认为：“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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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17近代西方列

强对云南的不平等贸易，正代表了这种商业资本的掠夺制度。 

二、世界分工体系视域下云南区域经济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史。分工带来专业化的发展及其对交易的依赖程度加深，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

使交易半径和市场规模扩大，这反过来又促进交易效率改善。 

云南近代三通商口岸的开辟是当时经济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必然结果，随着形势的发展，云南逐渐融入世界贸易

分工体系。
18
由于分工是比较优势和交换的力量促成的，所以分工和贸易必然受到交换能力范围的限制。 

通商与开放改变了云南人的生活习惯，如就医观念、就业观念，时空和地理观念，使近代科学、民主的思想渐入人心。口

岸通商以后，民众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变，包括对世界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对中国其他地方，云南开放较晚，但是三口岸通商以

后，尤其是滇越铁路修通以后，民众的思想观念转变较快，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护国运动的发起上。 

开埠通商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催生了近代工业。开埠通商解放了云南的生产力，释放了

被抑制的商业资本，增强了要素流动，为云南近代化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同时，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

文化保障。种植业、手工业、近代工业都面临着东南亚和背后西方列强近代化生产方式的竞争压力，区域间要素流动加大，比

如四川的劳动力到云南务工，缅甸和印度的棉纱在云南加工，传统商号积累的商业资本开始投资于矿业、纺织业，等等。通商

后大量四川移民同价格低廉的印度棉纱一起进入到云南，催生了云南的织布工业，“从云南南部几乎全民所穿衣物均由印度棉

纱制成，可以看出外来棉纱对云南市场的冲击”
19
。国外商品的倾销促使云南生产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局面，转向商品生产和商品

交换。 

云南在晚清时期就形成了腾越帮、鹤庆帮等大大小小的商帮，与其他省份的交往日益频繁，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传统市

场。“云南省际贸易之途径，迤东一带，与川黔交往频繁，而以昭通、曲靖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南一带，则与两广、上海交

易，以蒙自、个旧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西一带与康藏发生交易，以下关、丽江为货物聚散之中心；全省多以昆明为出纳之总

枢纽。”20蒙自开关之后，尤其是滇越铁路通车之后，涌入了大量的洋货，这些洋货大多在云南省内被消费，说明云南当时的消

费水平已经与商品经济相适应。“随着铁路铺设，外国商品与外国货币涌了过来，洋行的招牌陆续出现在昆明街头，如广聚街

的若利玛洋行、徐壁雅洋行、三市街的郭米纳洋行。”21商帮的发展和近代转型，各国洋行在云南纷纷成立并成功运转，一定程

度带动了云南工商业的发展。 

铁路的修建促进了近代云南经济发展。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到东南亚的交通时间大大缩短，从昆明到蒙自由原来的 9

天缩短到 2 天，滇越铁路成为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通向东南亚、走向国际市场最为便捷的通道。除了缩短时间，滇越铁路更

为重大的意义是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1920 年全线机车达 85 台，通车初期，年均货运量在 10 万吨左右，1925 年到 1931 年的

七年间，货物累计运量达 222.6 万吨，年均 31 万吨。22滇越铁路对云南对外贸易、居民出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上千年的传统交通方式。1911 年到 1913 年的 3年里云南省进出口总额达 5872.41 万关平两，比通车前三年净增长 2243.49

万关平两，增长了 61.8%。在三口岸中，与滇越铁路联系最密切的蒙自增长速度最快，而昆明至广西北海的商路则日渐衰落，“1889

年蒙自开关后逐渐衰落滇越铁路通车后，进出口贸易额又进一步减少”
23
。滇越铁路的修建虽没有能全面提升云南的交通水平，

但带来的交通条件改善是极其巨大的，直接导致了云南对外贸易进口由棉纱、烟丝、煤油、纸张等向汽车、机械设备、机械零

件、水泥等工业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扩展，出口逐渐从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向初、精加工产品过渡。滇越铁路推动了云南近

代化进程，使得云南进一步融入到早期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1889 年蒙自开关之后，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主导下，云南传统经济逐步瓦解，这一时期云南对外贸易成为了区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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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桥梁和内外因素交织和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24。

蒙自开关，尤其是滇越铁路开通以后，大锡出口更加方便，销往东南亚就成为了主要的途径，此后大锡一直是云南主要的出口

商品。大锡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成为西方列强谋求的云南财富之一。尽管大锡作为原材料其价格被西方列强大大压低，但是

大锡贸易对云南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促使云南从传统经济走向近代经济。 

云南近代工业的开端一般认为是 1884年由云贵总督岑毓英开办的云南机械局。三口岸通商到辛亥革命前后，受到革命活动

与发展工商业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舆论氛围。云南一些商号、地主、作坊主、官僚，感受到国家衰落

与国外近代工业生产力的强烈对比，掀起了一股投资办厂的热潮，民办工业一时间风生水起。从通商后至 20世纪 30年代初期，

云南轻工业包括了火柴、卷烟、纺织、印刷、制革、食品加工、机械、造纸等部门。虽然规模有限，“所设各工厂中机械，多

者十余架，少者数架，强半助以手工。至市内工厂，合计约 50 余所，职工不过二三千人”
25
。由于投入相对低，加上省内市场

对轻工业品需求旺盛，因而吸引了很多传统商号投资于轻工业中。如 1908 年永昌祥在下关开办茶厂，各商号开始纷纷效仿，下

关涌现出了 10多家茶厂，旺季雇佣工人达五六千。261917 年商人王怀庭于下关创办济兴火柴厂，生产玉龙牌火柴，1921 年商人

张南溟在腾越创立腾越火柴厂，资本 4万余，销路较好。27这样，蕴藏在民间的商业资本力量也得以释放，促进云南走上了近代

工业发展道路。 

随着开埠通商的发展，云南口岸城市逐渐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地域分工成为口岸城市发展重要推动力。所以，

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看，不仅云南口岸城市，甚至云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都卷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体系，一定程度上符合了

社会发展规律性。 

三、推动三通商口岸发展的中西力量对比 

云南口岸城市发展过程中，外部因素和中国内部因素都在起作用。 

（一）外部因素 

近代化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的推动力来自西欧，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需要在世界范围寻找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客观

上需要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他国经济资源，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处于劳尔·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中的中心

位置，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处于外围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因素对云南口岸城市的影响主要表

现为，外来商品充斥市场，云南传统经济体系被打破，新的经济体系难以建立。从西方列强打开云南大门的根本目的来看，其

并不希望口岸城市真正完成近代化，而是永久性地充当中心与外围的缓冲地带，为其进一步扩大对内地的资源掠夺和商品倾销

而服务。 

“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

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28对云南影响较大的外国资本是英、法资本，其特点是既追求利益最大化又

服务于列强的侵略活动。因此其对三通商口岸的作用是一方面促进了新产业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口岸

城市经济发展；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列强的介入也严重阻碍了三口岸城市完整系统经济体系的建立，导致了云南经济的畸形

发展。滇越铁路通车之后的 10年里，法、英、美、日、德等国先后在昆明开设了 34家洋行，其中法国洋行最多。29列强商品的

输出和洋行的建立，加速了传统经济的瓦解速度，刺激了云南对近代工业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外向型发展。外国资本进入云南

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开拓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市场。各国列强通过直接资本输出和对滇越铁路的控制来操纵近代云南区域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布局，使云南轻工业众多、重工业稀少，机械化程度低，大量人力劳动代替机械生产，难以实现传统向近代经济发

展模式转型。 

列强资本进入云南的另一重要形式是金融资本输出，英法等国纷纷在云南设立洋行，进而控制了云南的金融命脉。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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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蒙自设立支行，此后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法国金融资本建立了以东方汇理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东方汇

理银行依仗背后的法国和自身强大的资金实力，在云南发行纸币、控制外汇，进一步操纵云南外贸，控制云南财政，服务于其

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其影响力遍及云南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重扰乱了云南金融秩序，阻碍了云南金融业的发展。 

外国资本还大举进军云南的工矿业，力图操控云南工业命脉。“偌大一个省城，竟无一家从事生产经营的外资企业，那么

商业不振，交通不便的外县，就更难想象了。”30西方列强资本集中于商贸、金融和交通，缺少生产领域的投资，从而导致云南

经济体系的不完整。西方列强出于服务其侵略与掠夺的目的，不希望云南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外国资本虽促动了云南某些产

业的发展，但其核心目的仍旧是资本积累。滇越铁路通车后，“据云每年收入约 6270 余万法郎，可得纯利 1000 万法郎”，而

“此或系法公司一面报告，精确与否，不得而知”。31 

外国资本在自身逐利的同时虽然一定程度促进了云南的发展，但推广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宗教思想也是为了使云南人民

迎合其商品，开拓云南市场，都服务于其侵略目的。故此，如果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是难以实现云南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均衡

发展的。外部力量可以打破传统经济，但是要实现真正发展仍需依靠自身力量。 

（二）内部因素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后发国家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大多是被动的，但是自身如何应对这一过程，如何学习西方技术与制度，

并同时努力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是决定后发国家近代化命运的最终力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技，富国强兵，

抵御外敌。与全国其他通商地区一样，云南在通商开放之后，原有传统经济和封建制度瓦解加速。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外来

思想引入、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云南民族资本得以发展，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开埠通商，云南原有的商业资本积累更加迅速，其中滇西民族商业资本总额就达 1 亿至 1.2 亿半开银元以上，是云南

民族商业资本中的代表。3220世纪初，云南逐渐出现一批近代民族企业，主要集中于腾越、蒙自、思茅、昆明等商业发达的城镇。

通商开放以后，有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了近代工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如腾冲名士、曾任国会议员的刘楚湘先生就在《腾

冲县志稿》中说：“如仅贩运舶来品，倾销内地吸人民之脂膏以富列强，纵土地人民依然如故，而中国亦成一干血痨之病夫”，

因此他极力呼吁兴办民族工业。一些较有实力的商号开始投资于近代轻工业，如腾越、蒙自、思茅、昆明、大理、下关等地开

始出现肥皂厂、火柴厂、制革厂、茶厂等，甚至还有人在四川投资设立生丝厂，其规模很大，产品主要出口国外。到 20世纪三

四十年代，纺织厂、碾米厂、电厂等机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开始出现，其中大部分仍旧是由原先的商业资本转变而来。云南各

商号也随之在滇西等地建立丝厂，甚至后来福春恒还到山东博山设厂，用机器解丝，销往缅甸。33 

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云南地方政府，积极回收关税、盐税、邮政等所得款项的存汇

权力，削弱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金融中的负面作用，稳定云南金融领域，并努力构建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地方政府完成了一

系列保护民族资本、完善近代经济体系的举措，一定程度促进口岸城市和云南经济的发展。 

四、“中心—外围”理论下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分析 

普雷维什较早提出“中心”与“外围”之空间关系理论，该理论一经提出立马受到热捧并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

普遍理论。依据该理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围”支援“中心”的阶段，

即大量生产要素流向“中心”，“外围”日益沦落为“中心”的附属，导致了“中心”日益发展、“外围”逐渐衰落之态势，

就世界范围来看，这一阶段大致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中心”反哺“外围”的阶段，

即随着“中心”生产成本的上升，相关产业逐渐向“外围”转移，从而带来生产要素的反向流动，这一阶段大致从 20世纪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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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到现在。 

毫无疑问，云南近代三个通商口岸设立时期属于该理论的第一阶段时期，通商口岸的设立加剧了贫富分化，促进了世界的

两极化发展。这个可以从两个层面来予以解释： 

第一个层面，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设立的通商口岸与宗主国的关系上，宗主国属于“中心”，他们所设立通商口岸属于“外

围”，所以通商口岸是完全服务于宗主国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所需，一定程度而言，宗主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分布在

世界各地无数个通商口岸发展基础之上的。第二个层面，在通商口岸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上，通商口岸属于“中心”，其周边

地区属于“外围”，周边地区的资源像血液一样源源不断地供向通商口岸，无数个乡村与城市牺牲“大我”换来了通商口岸繁

荣的“小我”。云南民间向来以纺纱织布作为农村家庭主要经济收入，随着开埠通商，大量来自海外的棉布对云南农村经济打

击很大。因此，通商口岸的一时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广大农村腹地长期贫困基础之上的。 

从“中心”与“外围”的第一个层面含义来看，近代化与经济全球化核心的推动力来自西欧（最早来自英国），列强纷纷通

过不平等条约来掠夺他国经济资源，进行经济侵略。从1889年蒙自开关到 1911年，云南三通商口岸出口总值为 6635 余万海关

两，进口总值 9005 余万海关两，入超达2370万海关两。
34
究其原因，即是前文所述西方大量压低云南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

抬升进口工业用品价格的结果。就全球范围内来看，三口岸开埠通商以后云南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所生产和出口的商品大

都是低附加值的，以服务列强的产业发展需求为目的，“外向性”发展的结果即是本省完整的经济体系难以建立，经济呈较强

的依附性。 

从“中心”与“外围”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来看，西方列强设置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口岸周边地区的繁荣。此三口岸城市

仿佛是西方列强在云南的飞地，与西方列强的联系超过了与周边区域的联系。云南三口岸通商以来，在洋货的冲击下，使得本

来就弱小的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土货逐渐被洋货所排挤，外来商品逐渐充斥云南市场，民生凋敝，并影响到地方财政

收入。 

所以，依据“中心—外围”理论分析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囿于服务于西方列强发展的需要，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不完全的经

济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是云南经济发展要服务于西方产业链发展需求，即使为了“配合”发达国家产业链的发

展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产业，那也是服从于西方最大限度地从云南获取利益的目的的，不可能实现完全自主发展；二

是云南自身产业结构不完善，主要发展的是工矿业，产业结构不完整导致了对世界产业的依赖程度加大，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不

足。 

五、结语 

学界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向来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笔者的观点是当世界经济格局尚未完全确立时，

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学习与模仿实现经济赶超，后发优势是成立的；当世界经济格局基本形成，跨国产业链基本形成和全球范

围内分工体系基本完成，后发劣势的解释则更具说服力。“后发优势理论”和“后发劣势理论”在解释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经

济发展方面也是适用的。 

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经济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分工发展与生产专业化

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后进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也有利于后进地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实

现经济跨越发展，这是符合“后发优势理论”的。 

通商口岸大多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设立的，此时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体系已经确立，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已成事实，

往往只能生产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阙如，所以经济只能实现有限的发展，这可以用“后发劣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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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来予以解释。 

开埠通商以后，决定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依然是内部因素。在外部力量推动有限的情况下，内部的力量尤其是民

族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1912—1919年，中国仅新建的厂矿企业就有 470多家，资本增加 13000

万元，短短 7 年就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资本量。一些官僚、商人、地主、华侨开始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企业家热情高涨，众

多民营企业家涌现，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19世纪 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要求吸纳西

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以“自强、求富”为

目标，兴办近代企业，奖励工商。城市工商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农产品商品化发展并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这些均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化转型。 

总之，通商口岸设立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近代经济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后天发展环境的限制，

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始终是有限发展，难以实现近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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